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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环境承载力是衡量城市国土空间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深入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系

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对城市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双评价指南的基础上

引入夜光/大气遥感、兴趣点、交通态势、社交媒体等多源时空数据，建立了基于隐性—韧性—显

性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理论框架，提出了空间自相关和分形几何相结合的承

载力空间特征挖掘方法。以武汉市为例开展研究，结果表明：①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显著

空间异质性，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城市外围生态环境优越的区域，韧性承载力指数高

值区集中于综合风险应对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区，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位于各项基础功能均

较为健全的城市次中心一带；②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正向空间聚集性，并呈显著半径向

心分形特征，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向心状聚

集在城市核心圈层，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则介于二者之间。本文构建的城市资源环

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与挖掘方法体系，通过引入多源时空数据弥补了传统数据现势性的不

足，完善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技术范式，可为新时期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提供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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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提升了42.7%，超过60%的国民人口居住在
城市[1-2]。城镇化发展在为居民谋取大量福祉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如资源收缩、生态退
化、环境污染等“城市病”[3]。2020年10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定
义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出了要立足于资源环境承
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合理统筹布局国土空间资源要素、强化底线约束等要求[4]。作
为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潜能的标尺[5]，资源环境承载力刻画了国土空间可承载人类活动与
社会发展的容量上限，对承载力的空间特征进行深入剖析已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前
提[6]。在当前城市国土空间资源要素协同优化的战略背景下，如何通过科学解析城市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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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承载力系统的深层特征来破解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的重难点[7-8]，助力国土空间
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高水平落实，是地理科学和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面临的挑战之一。

城市是一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社会和人类的复合体[9]，历史和实践表明，城市可持续
发展中面临的未知风险（如极端气象灾害、突发公共事件等）时刻藏于无形，如若未对
资源环境承载系统的各类要素作深入的机理识别，城市在风险暴露时便仅能依赖其应急
管理系统的“后发补救”，此种模式显然已无法科学匹配城市国土空间多元主体共治的现
实需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双
评价指南）将城市资源环境系统视为一个由资源禀赋条件、生态环境现状、社会经济水
平三要素组成的综合体，承载力指数由各组成要素指标量化值复合而成 [10]。随着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入应用，多源时空数据辅助自然资源管理已成趋势[11]，双评价
指南虽提出了将多源时空数据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的理念设想，却尚未作出具体可操作的
技术方法指引。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注重城市发展与治理二者间的平衡[12]，
资源环境开发与保护的理念宗旨已随之发生深刻变革，“精准预判、源头防控、靶向治
理”的思路成为城市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新方向[13]。承载力思想最初由Malthus于 1798
年在《人口学原理》中提出[14]，其内涵从最初的生物要素阈值逐步拓展到资源、环境、
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要素的系统承载阈值[15]，研究主题经历了“资源生产潜力阈值—
单项要素限制性阈值—综合阈值”的过程[16]，评价体系从单一演变为多元[17]，评价方法
由定性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18]。段春青等[19]、牛方曲等[20]和张引等[21]众多学者依据社
会生产和生态保护等导向，结合资源环境子系统特征将承载力组成要素归类，开展了资
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以及三者集成的综合承载力研究。纵观承载力研究
的发展历程，过往研究具有视角集中、可操作性强等共同特点[8]，但大多已经与新形势下
城市国土空间规划战略的理论模式与实践需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脱节，具体表现为：在
理论基础方面，鲜见对资源环境组成要素内在作用机理进行全面分析的研究，大多忽略
了资源环境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已伴随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增大而愈发显著的这一现实，导
致研究体系滞后于当下的客观需求；在技术实践方面，过往研究往往采用历史数据开展
单一尺度的承载力评价，侧重于比较评价单元间的静态差异，而未考虑承载力组成要素
的动态性特征，致使研究成果的现势性难以保证。

面向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战略部署[22]，本文以国土空间资源优化配置需求快速
更迭的湖北省武汉市为例，在双评价指南基础上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的指标体系
扩充至涵盖自然生态系统、城市治理系统以及人类社会系统在内的多个维度，探寻各系
统要素的深层特征及其相互作用机理。首先，通过构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理论逻
辑框架，从“隐性—韧性—显性”三个维度系统认知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挖掘武汉市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其次，将传统空间数据与多源时空数据有机集成，为
承载力定量测度输入体量更大、时效性更强的数据源，提升基础数据的精度和研究成果
的现势性[23]。最后，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新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
析理论与方法体系。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武汉市位于29°58′N~31°22′N、113°41′E~115°05′E，总面积8569.15 km2，下辖

13个区160个街道办事处，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达12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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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武汉市是中国经济地理中心、南北交汇节点，季风性气候显著，域内平川相连、
江河纵横、湖港交织，长江与其最大支流汉水交汇于市境中央，湿地、矿产等自然资源
禀赋丰裕，农业、工商业、高新产业发达，是长江中游城市群规模最大的城市[24]。“两江
三镇、西野东岗、北峰南泽”是武汉市最为突出的地理空间格局特征。近年来，武汉市
正向建设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而奋进，与快速城
市化进程相伴生的资源紧缩、环境污染、灾害频发等问题日渐显著，由此并发的一系列

“城市病”已成为制约城市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科学探明资源环境承载系统的深
层次特征，对武汉市国土空间格局优化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5]。以武汉
市为研究区，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概况如表1所示，分别依据各数据的属性特征进行预处理，具体
如下所示：① 多源遥感信息，本文采用的遥感数据包括地理信息公共产品
（Globeland30）、数字高程模型 （DEM）、 MODIS 气溶胶光学厚度 （AOD） 产品、
Landsat 8遥感影像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产品、珞珈一号01星（luojia1-01）夜间灯
光影像数据产品等，借助 ArcGIS 和 ENVI 软件对遥感数据进行校正、投影、提取等处
理；② 网络地图服务，基于Python编程语言和在线地图相关应用程序接口服务获取地理
兴趣点（POI）、历史交通态势、路径规划等开源时空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得到动态、大
体量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③ 社交媒体信息，基于Python编程语言爬取和攫选政务信息
发布网、中国新闻网、新浪微博等媒体平台的新闻词条信息，经空间化处理获取微观尺
度、长时间序列的媒体信息数据；④ 统计等其他数据，采用向有关部门申请和在线下载
等方式获取，并进行标准化、空间制图等处理。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3.1 研究思路
3.1.1 理论框架构建 城市作为复杂的人—地耦合系统，其资源环境组成要素相互作用机
理十分复杂。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的核心要义在于揭示国土空间承载人类活动及经
济社会发展强度的潜能大小，具体分析对象包括城市生态系统条件、风险应对能力、资

图1 武汉市区位及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
Fig. 1 Location of Wuhan city and land use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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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和人类活动的限制性等，且这些对象
之间存在层层递进、融汇交错、相互影响的
关系[26]。本文以双评价指南为基础，结合资
源环境承载力分析对象间的层次交互性特
征，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系统要素整合为隐
性、韧性 [27]、显性 3 个维度，刻画各要素在
生态系统功能约束下的“隐性渗透”条件、
在未知风险应对中“韧性织补”能力以及在
外部压力限制下的“显性表达”现状，构建
基于隐性—韧性—显性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
力空间特征分析理论逻辑框架（图2）。
3.1.2 技术路线 在图2所示的研究理论框架
中，隐性承载力被视为资源环境支撑要素的
潜在载体，是指以生态环境条件为表征的自
然要素容量，分析对象为微观尺度的国土空
间单元，结果在双评价中的应用指向是总量
指标的约束；韧性承载力是资源环境约束条
件的弹性表征，旨在以生态环境条件与社会经济水平衡量城市应对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的
能力，分析对象是居民活动的基准范围单元，结果在双评价中的应用方向是空间要素管
控与空间用途管制；显性承载力是涵括资源环境全系统要素承载容量的外在表达，由隐
性和韧性承载力组成，并受资源环境禀赋和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压力限制，分析对象
是以地域为主体的国土空间，结果可为国土空间资源优化配置中土地、水资源等承载要
素的协同管控提供参照。本文在双评价指南提供的基础数据体系参照基础上引入夜光和
大气遥感影像、POI、历史交通态势、社交媒体等与居民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多源时空
数据，为配合国土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业务化需求，根据区域实际和承载力分析对象属

图2 研究理论框架
Fig. 2 Research theoretical framework

表1 数据来源
Tab. 1 The data used in this research

数据类型

遥感数据

土壤数据

气象数据

地质数据

统计数据

多源时空数据

数据名称

土地利用

数字高程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夜间灯光遥感影像

MODIS气溶胶光学厚度产品

土壤类型、土壤有机质含量

降水量、蒸发量、无霜期、太阳辐射

1∶10万县市地质调查数据库

《武汉市统计年鉴2018》

《武汉市卫生统计年鉴2018》

《武汉市水资源公报2018》

人口

兴趣点POI

历史交通态势

社交媒体

来源

Globeland 30

地理空间数据云

Landsat 8遥感影像

珞珈一号01卫星数据

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数据系统

国家地球科学系统数据服务中心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武汉市统计局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武汉市水务局

天地图·武汉/武汉市统计局

高德地图API

OpenStreetMap/高德地图API

中新网、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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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28]，分别采用30 m、2 km、街道3个尺度，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和AHP熵值法进行
权重赋定与指标量化，计算隐性—韧性—显性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进而采用空间自相
关和分形几何两种空间计量方法挖掘承载力的空间特征。研究技术路线如图3所示。

3.2 隐性、韧性、显性承载力计算方法
3.2.1 隐性承载力计算 隐性承载力即生态环境支撑要素的容量大小，参考王静等[26]和封
志明等[29]的研究，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生态系统风险和生境质量三方面构建隐性承载
力计算体系。隐性承载力（RECCc）计算公式如下：

RECCc = ES × ED × EQ3 （1）

Spro = NPPmean ×（1 -K） ×（1 -Fslo) （2）

Sbio = NPPmean × Fpre × Ftem ×（1 -Falt) （3）

式中：生态系统服务供给ES由生态服务功能和水土保持功能经加权综合而得，参照《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通过核算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和洪水调蓄3种生态服务功能
（ESV） [30-31]，并对其进行加权综合来计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采用通用水土流失模型
（RUSLE）计算水土保持功能 Spro；NPPmean指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均值；K指土壤侵蚀
因子；Fslo指坡度。生态系统风险ED通过提取国家地球科学系统数据服务中心数据库产
品中的土壤侵蚀和酸雨敏感性数据经加权综合计算而得。生境质量EQ通过生物多样性服
务能力指数模型计算而得；Fpre、Ftem指气温参数，由多年平均年降水量数据插值而得；
Falt指海拔参数，由单元内海拔高度归一化而
得。隐性承载力计算指标体系具体详见表2。
3.2.2 韧性承载力计算 城市韧性的核心要义
是城市有效应对各类变化或冲击，抵御或削
弱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能力[32]，城市韧性的
组成因子包含以下3方面：生态环境系统的供
给可靠性和承载适配性、社会发展各领域的
结构保障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
参考相关研究[33]，结合上文提出的研究理论框
架，通过探讨农业生产、经济发展、文化资
源等3类城市系统的韧性在城市现有的资源环
境支撑基础（即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上的

图3 技术路线
Fig. 3 Flowchart for this research

表2 隐性承载力计算指标
Tab. 2 Metrics of RECCc

目标层

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ES)

生态系统风险
(ED)

生境质量(EQ)

准则层

生态服务功能

水土保持功能

生态敏感性

生物丰度

指标层

水源涵养能力

防风固沙能力

洪水调蓄能力

土壤保水性

土壤有机质含量

植被指数NDVI

土壤侵蚀敏感性

酸雨敏感性

生物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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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状态来分析韧性承载力（RECCr），其计
算公式为：

RECCr = RECCc × TA × TI × TC × PA4 （4）

式中：RECCc 指隐性承载力；农业生产韧性
TA采用生产潜力逐级修订模型测算而得，经
济发展韧性TI和文化资源韧性TC依据地理兴
趣点POI数据、夜光遥感影像、气象数据、统
计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法计算而得；公共
服务设施可达性由下文的式（5）、式（6）计
算。韧性承载力计算指标体系具体详见表3。

相较于传统可达性研究方法中基于静态
几何数据的交通成本估算[34-35]，采用网络地图
路径规划服务的可达性分析可将复杂的地形
地貌、城市路网和交通组合方式等因素综合
考量，因而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实用性[36]。本
文通过调取高德地图路径规划服务API，以 2
km为搜索半径，将研究区内各研究单元（网
格）的几何中心视为需求点、将各类公共服
务设施点视为供给点，通过编写 Python 语言
程序获取出发地（需求点）与目的地（公共
设施供给点）之间的行程距离和通行规划时长，将公共服务设施划分为医疗、出行、餐
饮、住宿、文体、休憩等 6大类[37]，据式（5）和式（6）分析 6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
性。基于高德地图路径规划服务API的可达性分析原理如图4所示。

Ti = Min( )ti1, ti2, ti3, …, tij （5）

Sblock = 1
n∑i = 1

n

si, si =

ì

í

î

ïï
ïï

1, if Ti ≤ 900

1 - Ti - 900
1800

, if 900 < Ti < 2700

0, if Ti ≥ 2700

（6）

式中：Ti指采样点 i的通行耗时（s）；tij指采样点 i至某类设施其中一个目标点位置所需最
优通行耗时；j指采样点10 km范围内某类服务设施的数量；Sblock指街道单元内可达性得
分；si指采样点可达性得分；n指街道单元内采样点数量。
3.2.3 显性承载力计算 显性承载力是以隐性承载力和韧性承载力为内核、考虑外部压力
影响下资源环境系统全要素的现实客观表达状态。通过梳理武汉市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中存有的水资源过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暴雨洪涝灾害频发等主要短板因子的风险概
率，参考相关研究[38]，以自然资源禀赋和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干扰来表征承载力的压
力限制性。显性承载力（RECC）计算公式如下：

RECC = RECCr × R × I2 （7）

式中：资源环境禀赋限制性R由土地资源、水资源、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的限制性 4要
素组成，其中，土地资源限制性通过计算人均耕地面积和地形起伏度经加权综合而得；
水资源限制性通过计算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而得；地质灾害限制性由1∶10万县市地质调查
数据库中的地质灾害风险强度产品计算而得；洪涝灾害风险由下文所述的式（8）计算而
得。人类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限制性 I由大气环境、水环境、交通状况及人口规模的限

表3 韧性承载力计算指标
Tab. 3 Metrics of RECCr

目标层

农业生产韧性
(TA)

经济发展韧性
(TI)

文化资源韧性
(TC)

公共服务设施
可达性(PA)

准则层

耕地生产条件

农业发展潜力

经济发展潜力

城市化水平

科技教育水平

旅游吸引力

城市养老保障

医疗服务

出行服务

餐饮服务

住宿服务

文体娱乐

休憩服务

指标层

光合生产力

光温生产力

气候生产力

农业投入

农业产值比重

企事业单位分布密度

第三产业比重

高新产业比重

人口城镇化率

夜间灯光亮度

科教资源分布密度

旅游资源分布密度

养老服务能力

医疗保障可达性

交通设施可达性

餐饮酒店可达性

住宿服务可达性

文体设施可达性

公园绿地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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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 4 要素组成，其中，大气环境限制性
通过 MODIS AOD 气溶胶产品数据经反演
计算2020年年均大气污染物浓度分布指数
而得；水环境限制性通过武汉市水资源公
报中的COD和氨氮容量数据计算而得；交
通状况限制性由下文所述的式（9）计算而
得；人口规模限制性通过计算人口密度而
得。资源环境限制性分析指标体系如表4。

洪涝灾害限制性计算方法为：采集武
汉市 2018—2019年有关洪涝灾害发生的社
交媒体词条，获取历史洪涝灾害预警等级
与频次、易渍水点分布等信息，经空间化
处理制作洪涝灾害预警强度和易渍水点分
布图，据式（8）计算洪涝灾害风险指数：

R flood =∑
i = 1

n

(σLiω1 + Wiω2) （8）

式中：Rflood指洪涝灾害风险指数；Li、Wi指第 i个网格的预警等级和渍水发生率；n指该评
价单元内的网格个数；σ指预警强度系数；ω1、ω2分别指预测系数和实际发生系数。

交通状况限制性计算方法为：依据高德地图交通态势服务 API，随机调取武汉市
2019年各季度内某一周的周一、周五共计 8 d的早晚高峰时段（7：00—9：00和 16：30—
18：30）道路拥堵状况，单次采集时间间隔为60 min，选取8个样本日48个时间点内出现
道路拥堵情况3次及以上的路段为交通易拥堵路段，依据式（9）计算道路拥堵指数。

TCI =
∑
i = 1

n

(conlenij + λ∑
k = 1

q

slowlenik)

∑
i = 1

n

(∑
j = 1

m

conlenij +∑
k = 1

q

slowlenik +∑
s = 1

t

norlenis)

（9）

式中：TCI指道路拥堵指数，conlenij、slowlenik、，norlenis分别指某采集时间点 i中拥堵路
段 j、缓行路段k、畅通路段 s的长度；λ指缓行路段与拥堵路段的折算系数，λ取0.5。
3.3 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挖掘方法
3.3.1 承载力空间聚集性判别方法 为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集聚性特征，本文采用

图4 基于在线地图API的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分析原理
Fig. 4 Analysis principl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accessibility based on online map API

表4 限制性指数计算指标
Tab. 4 Metrics of limiting index

目标层

资源环境禀赋
限制性(R)

人类活动对环境
影响的限制性(I)

准则层

土地资源限制性

水资源限制性

地质灾害限制性

洪涝灾害限制性

大气环境限制性

水环境限制性

交通状况限制性

人口规模限制性

指标层

人均耕地面积

地形起伏度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地质灾害风险

洪涝灾害风险

大气污染物年均浓度

COD环境容量

氨氮环境容量

道路拥堵指数

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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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Moran's I指数对承载力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进行判别，通过热点分析法和双变量空
间自相关分析法对承载力的空间分布聚集性进行分析，方法为：

I =

n∑
i = 1

n

 ∑
j = 1

n

 wij( )Xi - X̄ ( )Xj - X̄

æ

è
çç

ö

ø
÷÷∑

i = 1

n

 ∑
j = 1

n

 wij ∑
i = 1

n

 ( )Xi - X̄
2

（10）

G*
i =

∑
j = 1

n

 wij - X̄∑
j = 1

n

 wij

S n∑
j = 1

n

 w2
ij - æ

è
çç

ö

ø
÷÷∑

j = 1

n

 wij

2
, S =

∑
j = 1

n

x2
j

n
（11）

I' =
X k

i - --Xk

σk ∑
j = 1

n

 
é

ë
êê

ù

û
úúWij

X I
j --XI

σ I
（12）

式中：n指分析单元个数；Xi和Xj指属性值；wij指各单元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I指全局
空间自相关指数，取值范围为[-1, 1]，当 I＞0，即空间相关性为正向，且越接近1，空间
差异越显著，当 I＜0，则与之相反，I = 0 时，无空间相关性。 G*

i 指聚集性指数，当

G*
i > 0时，为热点区，否则为冷点区，且 G*

i 值越不接近于 0，聚集性越明显；S指标准

差。 I' 指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 X k
i 指第 i单元的属性值； X I

j 指观测值；σ指方

差；Wij指权重矩阵。
3.3.2 承载力空间向心性解析方法 为探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向心性特征，本文采用
分形几何理论来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规律。分形几何理论最初由
Mandelbrot等提出，相较于经典欧式几何理论，分形理论综合目标的自相似性、自仿射
性和层次性，可定量描述客观事物的“非规则”特征，当前已在城市资源环境形态研究
中得到广泛应用[39]，其计算方法为：

ln Si(r) = Di × ln r + Ci （13）

式中：r指测量半径；Si(r)指承载力指数高值区的面积；lnSi(r)、lnr分别指Si和 r取对数的
结果；Ci指常数，将经对数变换后的 r与Si(r)进行线性回归拟合，回归斜率即为第 i等级
承载力的半径维数Di。依据分形几何理论[40]，当Di > 2时，第 i个承载力指数高值区的密
度由中心向外围递增，在空间上呈向四周扩散趋势，且Di愈大，扩散趋势愈显著；当Di =
2时，第 i个承载力指数高值区无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当Di＜2时，第 i个承载力指数高
值区密度由中心向外围递减，在空间上呈向心聚集趋势，且Di愈小，聚集趋势愈显著。

4 结果分析

综合考虑区域功能定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状态，根据各指标数据的自然分级、
标准差分布及数据体量大小等特征划定相关参数的阈值和分级标准。一方面，针对气候变
化、技术进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不同情景，开展生态系统、农业
生产、经济和社会发展、自然灾害、资源禀赋和人类活动限制等不同约束情景下的城市
资源环境承载力本底条件分析，识别区域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在本
底条件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隐性—韧性—显性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探索资源环境开发利
用的可承载类型、可承载规模与适宜开发区域，对承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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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同约束情景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本底条件分析
依据上述方法体系对资源环境承载力本底条件组成要素进行量化计算，将上文所述

承载力计算体系中的目标层指标依据权重进行整合，开展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资源环境承
载潜力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

① 生态系统约束情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于北部的黄陂区和新
洲区（图5a）；生态系统风险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高风险区聚集于黄陂区北部和新洲区
东北部、蔡甸区西南部和江夏区东南部一带（图 5b）；生境质量最优的区域位于东北部
的新洲区和江夏区南部的金口街道和东部的东湖左岭镇，而位于中部主城区一带的生境
质量最差（图5c），受生态系统条件的约束最强。② 农业生产约束情景。农业生产条件
最优的地区为江夏区南部（图 5d），此区域地形平坦、湖泊水系星罗棋布，光温水条件
和农业生产潜力较高，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地带；农业生产约束性最强的区域为耕地生产
条件较为贫瘠的中心城区一带，不具备发展规模型农业的基础。③ 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
情景。在参考人口城市化率的基础上，结合夜间灯光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方法[41]，刻画更
符合实际的城市化水平 [42]：武汉市夜间灯光亮度高值聚集在中心城区两江沿岸的江汉
区、江岸区、硚口区及武昌区、光谷新城区一带，人类经济活动强度大、城市化水平
高，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包括第三产业发达的主城区一带、先进制造业聚集的汉南

图5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本底条件
Fig. 5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in Wu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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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高新产业集中分布的东湖高新区一带（图5e）；文化资源条件较优的地区有江汉区、
东湖高新区、青山区等（图5f），科教资源雄厚的区域集中在武昌区、洪山区一带，旅游
资源较好的区域有东湖高新区、武昌区、江汉区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较好的区
域集中于主城区一带（图 5g），城市外围少量可达性高的区域是其所在生活片区的中心
地带，说明武汉市公共服务设施条件较优的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而外围地区
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能力整体较为贫乏，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较大。④ 灾害约束情
景。地质灾害高限制区分布于北部的姚家集街道、蔡店乡和东北部的徐古镇、旧街街道
等区域，这些区域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高；洪涝灾害高限制区分布
在沿长江—汉江的低洼地带，包括杨园、积玉桥、中华路、中南路等23个街道，这些区域
在夏季多雨时节极易发生城市内涝，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受洪涝灾害的约束较大。⑤ 资
源环境限制性约束情景。水环境限制性较大的区域包括黄陂区和汉南区，交通状况高限
制性区集中在中心城区的梨园街道、珞南街道和张家湾街道等经济活动强度极高的区
域。总体而言，武汉市资源环境禀赋限制性约束整体较强（图 5h），少量限制性低值区
仅分布在北部黄陂区和西南部汉南区的零星区域；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限制性同样较
高（图5i），仅有东湖花山镇、左岭镇、九峰乡、邓南街道等区域的人类活动限制性约束
相对较小，可见武汉市绝大部分区域都受制于资源禀赋限制和人类活动产生的双重约束。
4.2 隐性—韧性—显性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在不同约束情景下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本底条件分析基础上，对武汉市隐性—韧
性—显性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如图6所示。

武汉市隐性承载力指数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图6a），高值区
主要分布于北部的云雾山—木兰山一带（图6b），面积占总面积的8.974%，中值区聚集
于东南部的东湖—南湖—汤逊湖一带，面积占市域总面积的12.322%，中高值集中分布的
区域均为森林、水域、湿地、沼泽等生态环境较优的地带，在国土空间开发中具有良好的
自然本底条件；隐性承载力指数较低和低的区域面积占全域总面积比例较大，达78.704%，
说明武汉市隐性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水平不高。韧性承载力指数总体呈“中部高、四周
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图6c），高值区分布在主城区和四周城镇的中心地带（图6d），面
积占全域总面积的 18.899%，此区域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完善，兼具较优的农业生产条件
和经济发展潜力，拥有充裕的文化资源，区域发展的综合韧性条件较好，适宜开拓现代
服务、高新技术等对城市基础设施与生产条件综合要求较高的产业；韧性承载力低值区
主要集中在西部的东西湖区、蔡甸区和汉南区湘口街道等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韧性不
足、公共设施服务能力较差的远郊地带，面积占全域总面积的 33.845%，这些区域应对
不确定性风险的综合能力较差，在城市发展中无力承载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和人类活动。
显性承载力指数总体呈“中部最高、北部次之、南部最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图6e），高
值区包括中心城区大部分区域及新洲区、蔡甸区和江夏区的部分区域（图 6f），面积为
2105.342 km2，占全域总面积的28.081%，这些区域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韧性
较优，且资源环境禀赋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压力限制性较小；显性承载力指数低值区面积
为2838.454 km2，占全域总面积的37.859%，主要分布在江夏区、蔡甸区等城市开发强度
较低的区域，此区域的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低，资源环境禀赋限制性和人类活动对
环境影响的限制性较大，难以承载大规模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活动。
4.3 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分析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聚集性 为在统一的尺度上探索承载力的空间集聚效应，根据
承载力分析的适用性原则，采用面积加权平均法将30 m和2 km尺度的隐性和韧性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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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指数统一转换为街道尺度。利用 GeoDa
空间分析工具建立空间关系矩阵，采用
Rook邻接确定空间权重，通过全局和局部
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隐性—韧性—显性承
载力空间分布聚集性特征。由全局空间自
相关分析结果（表5）可知，隐性—韧性—
显性承载力P值都远小于0.001，通过了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Moran's I指数均大于 0，说明资源环境承载力均存在显著的正向
空间聚集性，其中以隐性承载力的正向空间聚集性最为显著，由此可知，如果武汉市某
一街道的承载力水平较高，则与该街道相邻的区域通常也具有较高的承载力水平。

图6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布格局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Wuhan city

表5 资源环境承载力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Tab. 5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dex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维度

Moran's I

P值

Z值

隐性承载力

0.73

0.00

15.31

韧性承载力

0.67

0.00

14.01

显性承载力

0.45

0.00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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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热点分析和双变量Local Moran's I指数法，探讨武汉市隐性—韧性—显性资源
环境承载力间的空间相关性类型及分布状态。热点分析结果（图 7）表明，隐性承载力
热点区集中于北部的黄陂区、新洲区，冷点区分布在江汉区、江岸区、武昌区等区域，
冷点区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这些区域建设用地高度集中，国土生态空间用地分布较
少；韧性承载力热点区集中在两江交汇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条件较好的区域，冷点区分
布在南部的汉南区和江夏区；显性承载力热点区集中在城市各项基础功能较为健全的城
市次中心一带，这些区域是开展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的适宜地区，西南部的汉南
区是显性承载力的极冷点区，在国土空间开发中应重点关注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保护和管
控、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资源环境综合承载水平。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如图8所示。从局部相关性的角度分析，隐性—韧性承
载力和显性—隐性承载力中“高—低”型、“低—高”型聚集的区域较“低—低”型和

“高—高”型的区域更多（图8a、8c），这说明隐性承载力较高的区域内韧性承载力和显
性承载力却较低，其原因可能在于：隐性承载力高值区分布于城市边缘的森林、水域等
生态条件优越的地带，这些区域多属国土生态空间，主导的国土空间功能指向为生态功

图7 武汉资源环境承载力热点分析结果
Fig. 7 Cold and hot spot result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图8 资源环境承载力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Fig. 8 Double vari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result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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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工农业生产和社会服务的能力相对薄弱，无法为国土空间资源开发利用供给良好
的支撑资源。由图8b可知，韧性承载力与显性承载力呈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说明韧
性承载力水平较高的区域也同时具有较高的显性承载力，这一点恰好印证了文中提出的
理论逻辑：资源环境韧性条件和城市基础设施较好的区域，其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较好，现实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也较高。从空间差异的角度来看，隐性—韧性承载力指
数的“高—低”孤立区分布在城市边缘（图 8d）；韧性—显性承载力指数的“高—高”
集簇区集中于近中心城区的核心地带、“低—低”萧索区分布于南部的蔡甸区、汉南区和
江夏区一带（图8e）；显性—隐性承载力的“低—高”空心区分布在北部的黄陂区和新洲
区，东北部的武湖和阳逻街道存在零星的高高聚集（图8f）。总体来看，武汉市隐性—韧
性—显性承载力较少出现“高—高”聚集现象，间接说明武汉市鲜有同时具备较高的自
然生态质量和社会发展韧性、较低的资源禀赋限制和人为活动限制水平的区域，大部分
区域在未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过程中仍旧存在一定困难。
4.3.2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向心性 通过对资源环境承载力高值区分布的半径维数进行
测算，以半径维数测算结果来衡量承载力空间分布的向心性特征及变化规律，测算步骤
如下：选取武汉市的几何重心为测量中心点，以 2 km为半径构造 42个同心圆作为基本
度量单元，创建若干个缓冲区进行叠置分析；统计各缓冲区内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高值
区的面积，将半径对数 lnr 和面积对数 lnS(r)进行线性回归关系拟合，以此求算半径维
数，结果如图9所示。

由图9可知，武汉市隐性、韧性、显性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高值区的 lnS(r)-lnr拟合
效果较优，显著性水平较高，回归分析模拟的结果可信。依据图9a，武汉市城市中心点
位于江岸区二七街道附近，该区域是武汉市的商业发展中心和居民活动中心，同时，该
区域也恰好是武汉市市政府的驻地，说明选择此点为城市中心点兼具较好的典型性与客
观性，以此点作为中心点分析承载力空间分布的向心性特征，可合理地解答城市资源环

图9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半径维数双对数拟合结果
Fig. 9 The ln-ln plot on radius dimensions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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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承载力空间分布特征同城市居民活动圈层之间的相关性这一科学问题，进而可为人地
关系的进一步探讨提供理论依据。结合承载力半径维数双对数拟合结果（图 9b~9d）和
隐性—韧性—显性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结果（图 6）可知，武汉市隐性、韧性、显性承
载力指数空间分布的半径维数排序为：韧性承载力（1.4008） <显性承载力（1.5948） <
隐性承载力（2.5230）。总体来看，隐性—韧性—显性承载力高值区的半径维数均不接近
2，说明武汉市各维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空间上均未出现自中心向外围均匀分布的情况，
表明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的空间分布结构具有显著的半径聚集分形和圈层特征。
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放射状由城市中心向四周扩散，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向心
状聚集在城市核心圈层，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介于隐性与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
区之间的地带。通过进一步实地判别探索发现，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
由 3种机制作用而成：① 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密度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
大，愈往外围增加速度愈快，究其原因，除临近城市内环区域的东湖风景区和南湖等少
量分布的生态空间外，武汉市林地、草地、湿地与水域等对生态环境质量起支撑作用的
国土生态空间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的边缘地带，愈往城市外围的区域生态环境条件愈优
越，相应的隐性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则愈高；② 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密度由
中心向外围快速衰减，联系上文承载力本底条件分析结果发现，武汉市经济发展韧性、
文化资源韧性和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较优的区域均高度集中于靠近城市核心圈层的地
带，而愈往城市外围区域的经济发展韧性、文化资源韧性、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愈低，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韧性便愈小；③ 显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密度同样具有由
中心向外围逐渐衰减的趋势，并呈现出显著不均匀、非线性变化，结合资源环境承载力
本底条件分析和隐性—韧性—显性承载力综合分析结果可知，显性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
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靠近城市内部圈层的洪山区、东湖高新区等区域，这些区域不是城市
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地带，同时也并非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区，而是位于城市的次核心区
域，此区域不仅具有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与稳健的风险应对能力，同时还具有较低
的资源禀赋限制和人类活动限制性，这一点也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内涵相契合[43]。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知：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居民
生活圈层之间存在关联，生态条件越好、抗风险能力越强、社会活动强度越低的区域，
现实的综合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就越高，更适宜作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中心和政府制定规
划决策的首选之地。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双评价指南为蓝本，构建基于隐性—韧性—显性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深入解析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及其内在作用机理，在此基
础上挖掘承载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本底条件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北部黄陂区和新洲区
一带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较高，而位于中部主城区一带受生态系统条件的约束最
大；江夏区南部的光温水条件较优，可承载的农业生产潜力最高，是发展规模农业的核
心地带；中心城区长江与汉江沿岸的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及武昌区、光谷新城区一
带经济活动强度最大、城市化水平最高，且具有较好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能力，可承载
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大；北部的姚家集街道、蔡店乡和东北部的徐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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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街街道等区域具有一定的地质灾害风险，沿长江—汉江的杨园、积玉桥、中华路、中
南路等23个街道的洪涝灾害风险较高，这些区域的居民生活和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受自然
灾害风险的约束较大。武汉市资源环境禀赋限制性和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限制性整体
较强，绝大部分区域都受资源禀赋限制和人类活动产生的双重约束。

（2）武汉市隐性承载力水平总体偏低，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
局，少有的隐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仅分布于城市外围森林、水域、湿地、沼泽等生态环
境条件较优的地带；韧性承载力总体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韧性承载
力指数高值区聚集在公共服务设施条件较为完善的主城区及远城区中心地带，这些区域
兼具较优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发展潜力，区域发展的综合韧性较好，适宜发展现代服
务、高新技术等对城市基础设施与生产条件综合要求较高的产业；显性承载力总体呈

“中部最高、北部次之、南部最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此种格局的原因在于武汉市中
部与北部区域是城市中心和远城区中心，这些区域环境生态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韧性
条件较好，且资源环境禀赋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压力限制性较小，而位于南部的江夏区、
蔡甸区的城市开发强度较低，并受资源环境禀赋和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两方面的共同限
制，可承载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活动的能力相对不足。

（3）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聚集性，其中以隐性承载力的正向
空间聚集性最为显著。隐性承载力指数的热点区集中在北部的黄陂区、新洲区，冷点区
分布在江汉区、江岸区、武昌区等区域，韧性承载力指数的热点区集中在位于长江汉江
交汇地带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区，冷点区分布在南部的汉南区和
江夏区，显性承载力指数的热点区集中在中心城区一带，冷点区位于西南部的汉南区。
武汉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布结构具有显著的空间向心性特征，隐性承载力指数高
值区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呈向心状聚集在城市核心圈层，显性
承载力指数高值区分布于隐性和韧性承载力指数高值区二者之间的地带。

（4）隐性承载力是资源环境支撑条件的潜在载体，体现出生态环境要素的容量大
小，在城市资源环境开发与保护中起基础约束性作用；韧性承载力刻画了区域应对不确
定性风险与基础设施服务的能力大小，是城市规模扩张的安全阈值；显性承载力是由隐
性和韧性承载力组成、在资源环境禀赋和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压力限制下的现实状
态，表征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系统全部组成要素质量的外在客观状态；隐性—韧性—
显性承载力三维组合条件共同决定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

（5）本文通过对“隐性—韧性—显性”三个维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系统解析，
深入探明了资源环境要素在不同情景约束条件下的承载潜力，多源时空数据的引入较好
地提升了研究数据的精度和现势性，从不同视角有效识别出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过程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潜在风险，研究成果可为国土空间规划中总量控制目标测定分解等研
究与实践提供精细化和模式化的决策支持。
5.2 讨论与展望

当前中国城市国土空间资源管理的现实需求已发生深刻变革，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
研究也因此面临着新的任务：承载力分析的目标导向必然将由源头防控转变为靶向治
理，承载力分析的技术手段亟待由基于历史数据的综合评价升级为面向现势状态的精准
研判。为合理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多方案比选工作，依据不同情景约束下资源环境承载力
分析结果和隐性—韧性—显性承载力分析结果，对武汉市不同区域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决策提出如下适应与应对建议：① 除东北部的黄陂区和新洲区的部分区域外，武汉市大
部分区域的生态系统本底条件均欠佳，在进行国土空间资源利用与管理时应对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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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重点监督管控，科学防范生态风险、合理控制国土生态空间开发利用、严格保护生
态环境质量；② 农业发展优势区位于江夏区南部，此区域农业生产资源充足，地形平坦
开阔，适宜发展大机械作业的规模型农业，应夯实其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地位；而中心城
区一带不具备发展规模型农业的条件，但其对农业产品需求量大，且具备充足的科技资
源和劳动力资源，可孵化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新业态；③ 经济和
社会发展条件较优的地区集中在城市中心及其腹地一带，此区域的不确定性风险应对能
力较强，而城市外围的大部分乡村区域并不具备此等条件，在国土空间开发过程中，应
加强城市外围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促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④ 姚家集街道、蔡店乡等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应培育良好的灾害预警与响应工作能力，在国土空间开
发过程中应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开展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边坡护理等举措，有条件的地
区可适当安排异地安置；长江—汉江沿线交汇处的低洼地带受洪涝灾害的约束较大，在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应注重给排水等基础市政设施建设，重点解决城市渍水难题，
将灾害的约束性限定在最低水平；⑤ 总体来看，武汉市绝大部分区域资源禀赋限制和人
类活动限制约束性均较大，在未来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中应注重全域资源保护和生
态功能修复工作。

本文基于隐性、韧性、显性三个维度对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特征进行分析与挖
掘，刻画了承载力系统要素在生态系统条件约束下的“隐性渗透”条件，在风险应对中

“韧性织补”能力以及在外部压力限制下的“显性表达”现状。依据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资
源环境承载潜力和隐性—韧性—显性承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解答了城市国土空间哪里
能用以及怎么用的问题，为弥补国土空间短板、发挥区域优势提供了合理的参考依据，
可为促进双评价与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实现高效衔接提供一定借鉴。此外，本文将多源时
空数据引入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指标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方法中的数据精度难
以保证、数据现势性不足等问题，提升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分析精度和效率，
同时也契合了双评价指南中的相关理念设想，为多源时空数据辅助国土空间规划与自然
资源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技术与理论模式参考，研究成果可为进一步制定差异化、精准
化的国土空间规划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多源时空数据的范畴广泛，数据类目十
分庞杂，且各类别数据间的交错性强，如何合理消弭其中的信息冗余与精度失衡等问
题，优化多源时空数据与传统空间数据的集成模式，是后续研究应进行深入探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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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Covert-Resilient-Overt: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WU Hao1, 2, JIANG Zhimeng1, 2, LIN Anqi1, 2, ZHU Wenchao1, 2, WANG Wei1, 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Hu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RECC) is a barome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erritory space, so explor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CC is
greatly significant for optimizing the territory spatial pattern.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uses
new urba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such as night- time lights and atmospheric remote
sensing, points of interest, historical traffic situation and social media,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procedures and guidelines. Furthermor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overt-resilient-
overt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ECC is proposed, and a method
combin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fractal geometry is developed fo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mining of RECC. Taking Wuhan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stribution of RECC in Wuhan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Areas with higher
covert carrying capacity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Huangpi District and Xinzhou District with
superi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northern periphery of the city, areas with high resilient
carrying capacity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with strong comprehensive risk
response capabilities, and areas with high overt carrying capacity are located in the sub-center
of the city with sound basic functions. (2) The RECC in Wuhan has positive spatial
aggregation, and it shows significant radius- centripetal fractal and circle characteristics. The
areas of high covert carrying capacity spread radially around, and the areas with high resilient
carrying capacity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ore of the city in a centripetal shape, the areas with
high overt carrying capacity are between the areas with high values of covert and resilient
carrying capacity. In conclusi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nd mining method system
of urban RECC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low dynamics of
traditional data by introducing multi-source spatial temporal data, and improves the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paradigm of urban RECC research.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urba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Keywords: urba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spatial feature; urban
resilienc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fractal geometry; Wu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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